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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初唐“关中本位”文化政策对文学的影响

毛妍君，　 王影菊
（西安外国语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１２８）

［摘要］ 　 “关中本位”文化政策是陈寅恪先生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西魏至隋唐之际，“关陇集

团”为了加强统治实行了“关中本位”文化政策，这一政策不仅维护了其在主流文化意识形态中的绝对

主导权，而且对当时的文学特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文学特质的形成既有现实的政治基础，又有唐

代胡汉文化对峙、融合的独特复杂性。 从深层次上来说，唐代文学的特质源于儒家文化的向心力，及其

兼收并蓄的文学观，从强调文学为政治的附庸，转向强调文学的独特性，并最终形成“文质彬彬，尽善尽

美”的唐代文学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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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在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曾系统提出“关中本位”“关
陇集团”以及“关中本位”文化政策的概念，这些概念的提出，不仅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开创了新方法，
同时也很好地阐释了西魏到隋唐之际的文化发展脉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唐初

实行的“关中本位”文化政策，根本目的是维护其统治的稳定，但在客观上也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

影响。 唐太宗时期，对这一文化政策进行调整，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山东和江南地区的文学传统，为
唐代独特文学风貌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文就唐代的“关中本位”文化政策对其文学的影响展

开相关论述。

一、“关中本位”文化政策

宇文泰所带领的“关陇集团”及其实施的“关中本位”政策，对之后的政治统治及文化发展产生了重

要影响。 陈寅恪先生认为，“关陇集团”的凝聚与分化，影响着统治阶级的变迁。 宇文泰调和胡汉文化，
凝聚力量以稳固西魏政权，创其霸业，从而形成了“关陇集团”。 陈先生由此指出：“盖宇文泰当日融冶

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以创霸业；而隋唐继其遗产，又扩充之。 其皇室及佐命功臣大都西魏以

来此关陇集团中人物，所谓八大柱国即其代表也。” ［１］４７“关陇集团”自宇文泰建立之后，一直持续到唐

初，以李世民为核心的“关陇集团”对“关中本位”文化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对唐代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

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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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中本位”文化政策的渊源

以宇文泰为代表的关陇政权面临着来自江南、山东两地更为强大政权的威胁，不得不吸取前朝覆灭

的惨痛教训，励精图治，团结关陇地区的汉人，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关中本位”政策也由此应运而生。
而“关中本位”政策的实施，使宇文泰不仅有效地解决了民族问题，加强了内部团结，也奠定了此后隋唐

统治的基本政治模式。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这样描述：“西魏，宇文泰虽系鲜卑，然因传统势力入

关者少，更得极速汉化，苏绰、庐辩等人，卒为北周创建了一个新的整治规模，为后来隋唐所取法，将来中

国全盛时期之再临，即奠基于此。” ［２］３１５这种治理模式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对“礼乐”的强调，从内在与外

在两方面相互配合，提升全体社会成员的道德品质，从而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关系，巩固统治。 这一政

策不仅包含了物质文化层面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其精神文化方面的考虑。 陈寅恪先生对此详细说明：
“故宇文苟欲抗衡高氏及萧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之政策外，必应别有精神上独立自成

一系统之文化政策……要言之，即阳传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而已。” ［３］９１以宇文泰

为核心的“关陇集团”，为了应对山东和江南两个主要地区的文化压力，树立“关陇文化”在主流文化领

域内的正统地位，故而实施“关中本位”文化政策，有效地抑制了这两个地区文化对其统治的威胁，确立

了“关陇文化”在文化领域的绝对主导地位，从而很好的巩固了其政权的稳定。 隋朝建立以后，隋文帝

继续实行“关中本位”文化政策，但因其过于武断和严苛，遭到了山东和江南地区的反抗。 这一政策在

唐代经过改良后，对其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陈寅恪先生曾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

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４］３０３李唐王

朝本就兴起于关陇地区的胡汉混血政权，有着昂扬、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加之其能有效处理三个地区

之间的文化冲突，因此可以开创新局面。 建国初始，高祖和太宗按照已有的政治传统，继续实施“关中

本位”政策，将政权牢牢把握在以李氏为中心的“关陇集团”手中。 在文化领域，太宗也继续实行“关中

本位”文化政策，同时接受了江南、山东两地文化中的精华，解决了三个文化区域间的冲突，形成了以

“关陇文化”为主体，其他地区文化共同发展的局面。
（二）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

北魏之后，江南、山东、关中政治文化区三足鼎立，最终关中文化区占据主导地位，在较量中脱颖而

出。 在此过程中，“关陇集团”所实行的“关中本位”文化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宇文泰所带领的鲜卑族依

靠武力征服了北方地区，入主中原，其自知文化落后，必须和当地汉人合作，才能使统治稳定，使政权更

好的维持下去。 因此，如何解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分歧，构建自己的正统地位，成为关陇政权的核

心问题。 关陇地区本就是胡汉共存的地区，而“关中本位”文化政策，正是融合胡汉文化的产物。 宇文

泰为了巩固政权，和当地汉人合作，在客观上使得儒学重新确立了正统地位。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以孔

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为汉民族文化奠定了基础。 孔子以仁释礼，通过“礼乐”制度，将社会外在规范的

“礼”内化为个体的内在的“仁”，并且为后代文人志士确立了人生的理想追求，对汉民族文化心理产生

深远影响。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文人志士遵循着儒家传统，努力向“大同”的境界奋进，他们只着眼于

追求现实人生可以实现的理想，因此，不需要依靠宗教来祈求彼岸的幸福。 但是自汉末以来，世家大族

的腐败以及社会风气使儒家学说缺少了维系的土壤，儒学因此被玄学佛教文化冲击，退居次要地位，仅
在少数留在北方的汉族中受到推崇。 钱穆先生提到“汉族留北者，在当时皆以门第稍次，不足当‘清流

雅望’之目，然正为如此，又能保守几许汉族较有价值之真文化，经动乱艰苦之磨砺而精神转新转

健。” ［２］３１５因此，“关中本位”文化政策的实施，使得儒学重新走向正统地位，成为大一统国家的文化核心

之一，并开始重新影响文学的发展。 罗宗强先生说：“就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发展而言，南朝是主流；
而在以后的岁月里，当南北融合完成的时候，北方重气质的文学思想却成了核心。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

的问题，研究这个问题，涉及到我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特征，涉及我国文学发展的总的趋向。” ［５］３１９笔者认

为罗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特征就是儒家文化所形成的民族心理，而我国文学发展的总趋向

可能就是儒家重质而兼顾文采的总趋向。 而唐太宗继续并发展了“关中本位”文化政策，他以开放包容

的心态对待其他地区的文化，使得文质彬彬的文学发展总趋向终于在唐代完成了。
宇文泰实行的“关中本位”文化政策，对其政治统治起到了良好的巩固作用。 一方面，儒家学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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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正统地位已经确立。 李泽厚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提

到：“由孔子创立的这一套文化思想，在长久的中国社会中，已经无孔不入的渗透在广大人们的观念行

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和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

则和基本方针，已构成了汉民族的某种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 ［６］３０因而，宇文泰以儒学作为其文治的核

心，不仅符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心理特征，也恢复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礼乐”传统，加强了其政权

的正统性。 另一方面，儒家本来就是强调积极入世的，能调动文人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加之儒家还重视

礼的规范性，这些可以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理想的理论基础，更好地为政权服务。 政治和文学有时是

相辅相成的，政治影响学术，学术反过来又影响政治，使其统治愈加规范合理，为大一统国家的统治奠定

良好的基础。 “关中本位”文化政策又为隋唐所继承并加以发展，亦为唐代的繁荣兴盛、文学的蓬勃发

展奠定了基础。

二、“关中本位”文化政策对文人心态的影响

作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往往反映了外部社会思潮对文学思想的深刻影响。 正如刘勰所

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７］２４４初唐“关中本位”文化政策的实施，形成了一种以儒家思想为

主导的思想倾向，这对文人的心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家的创作往往也向此靠拢，在一定程度上，此政

策也促成了唐代文学独特的面貌。
（一）黜文尚质的审美风尚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艺术的自觉时期，也是人的自觉时期。 此时文学得到极大地解放，也有了长足的

发展。 但是，在进入六朝之后，由于统治阶级出身寒门，没有世家大族累世家风的熏陶，没有传统诗教的

约束，人性中的低级趣味逐渐显露，走向对声色的追求，文学创作愈趋世俗化、狭隘化，也因此逐渐走向

歧途。 因此，政权稳定后，如何让文学更好的为政治服务，又成为宇文氏政权文化建构的一个重要命题。
《周书·苏绰传》云，“自有晋之季，文章竞为浮华，遂成风俗。 太祖（宇文泰）欲革其弊，因魏帝（西魏文

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命绰为《大诰》，奏行之，其词曰：‘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克捐厥华，即厥

实，背厥伪，崇厥诚。’” ［８］４４ － ４５苏绰等人是从维护政权稳定的角度出发进行文化改革，因此，《大诰》颁布

之后把文学重新引入了那种古奥难懂、诘屈聱牙的传统，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是他们对文学“厚人伦、
美教化、移风俗”功能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这一政策也在客观上成为不断牵制南朝文学愈趋狭隘

化、娱乐化、绮靡化的强大力量，从而把误入歧途的文学拉回正确的轨道。 宇文泰的改革，为文学重新树

立了方向，文人创作大都以此为圭臬，唐瑾《华岳颂》的庄重、典丽。 李昶《奉利重适阳关》《陪驾幸终南

山》《答徐陵书》等作品的真情实意、风格质朴即是例证。 王褒入北之后的大部分诗篇如《从军行》 《燕
歌行》等也显现出质朴豪迈的特点。 这些作品表现了文人对周礼的认同以及儒家思想的回归。 这一时

期，文学总体走上了为政治服务的道路，成为政治的附庸，失去其独立的地位。 对此，康震先生在其文章

中提到“宇文泰、苏绰奏行《大诰》，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同一性，是‘关陇集团’政治改革的产物，也是其文

化策略的组成部分。” ［９］“关中本位”文化政策，是巩固政权的产物，因此，带有明显的形而上的特质。
隋文帝时期依然奉行宇文泰所推行的文化政策。 隋文帝开皇四年（５８５），治书侍御史李谔上文帝

《论文书》，猛烈抨击建安以来的文学，请求遏止华艳文风：“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

之小艺。 ……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 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惟是风云之状。” ［１２０］１５４４无

论是苏绰的《大诰》还是李谔的《论文书》，都只看到了浮靡文风对政治的戕害，片面强调文学为政治服

务，文学丧失了其独立地位，这种作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学的发展。 一方面因为南朝灭国的前车之

鉴犹在眼前，其影响一直持续到唐太宗时期。 另一方面，当时南朝文风的影响巨大，北朝文人竞相学习，
统治者害怕南方的靡靡之音会影响到政权的稳定。 因此，这一时期文学没有太大的发展。 葛晓音先生

对此提到“从魏到隋，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上无所建树，提出了反对齐梁文风的主张，而又完全否定

文学的艺术特点，以一种偏颇去反对另一种偏颇，带着明显的形而上学的性质。” ［１１］４虽然这一时期，文
学发展非常缓慢，但是在文化领域有了统一的指导思想。

李渊即位之后，十分重视儒学，采取一系列措施，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 “武德二年，始诏国子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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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周公、孔子庙；七年高祖释奠焉，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 九年封孔子之后为褒圣侯。” ［１２］２４３实际上，李
渊并非真正仰慕儒学只是想借此巩固政权，所以这些措施只是前朝政策的因袭，依然未能妥善解决三大

地域间的文化冲突。 因此，李渊在位期间未能为新王朝构建一整套合理的统治理论。 葛晓音先生认为

“正统儒家屡屡标举以宗经颂圣的雅正观念为核心的诗教说，总不能有效的革除浮艳文风，根本原因还

在这种理论本身复古倒退的性质违背了文学的发展规律。” ［１１］３２这一问题，在唐太宗时期才得到有效解

决。 即位伊始，唐太宗也遵行这一政策，其真心服膺儒学，十分重视儒学，并以此作为构建自己统治意识

形态的重要理论基础，以实现“文德政治”。 唐太宗宣称：“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 文

武之道，各随其时。” ［１３］３７１９并曾多次表示：“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

依水，失之必死，不肯暂无耳！” ［１４］３３１由于统治者重视儒家思想，势必影响到文人的创作心态。 虽然南方

的文风依然有很大影响力，大部分文士也对南方文学有所钦慕，但因为统治者的提倡，文人的创作逐渐

向儒学的要求靠拢。 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总体显现出“黜文尚质”的审美风尚。
（二）出将入相的人生理想

西北的黄土农耕环境和草地游牧生活造就了关陇人民豪迈坚韧、粗犷勇猛的民族性格和倔强不屈

的文化心理，形成了他们重事功，积极进取的心态，所谓 “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

际”。［１５］４４ － ４５动荡的战争环境造就出一批关陇豪族，他们拥有雄厚的军事实力、顽强的生命力和持久的

稳定性。 正如唐人柳芳《氏族论》所言：“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 ［１２］５６７９“关陇集团”骁勇善

战，本就具有锐意进取，雄心勃勃的特性，加以儒学的熏陶、浸染，故能凭不屈之精神，坚韧之意志，逐渐

成为一股不断推动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 也正因此，关陇文人并不仅仅是一般士人，他们大部分能文能

武，通常具有“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的人生追求。 陈寅恪先生这样描绘此种情形，“当李唐初期此集团

之力量犹未衰损，皇帝与其将相大臣几乎全出于一系统之将领，故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侯入则

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而将相大臣与皇帝亦同类之人，其间更不容别有一统治阶级之存在

也。” ［１］４９“出将入相”也成为当时有识之士的人生理想。 唐初，面对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局面，唐太宗

认识到笼络和依靠新兴地主阶级以巩固政权的必要性，他需要贤能志士来帮他开创一个新时代，因此，
他亲自撰文赞美曹操的“匡正之功”，以激励群臣中“渴慕宰相之贤者”，在诗歌中讴歌自己“提剑郁匡

时”的功业和“舟楫伫时英”的襟怀，目的是鼓励贤良辅佐，倡导文人志士积极进取，建功立业。 葛晓音

先生指出：“促使初唐诗风转变的决定性因素乃是他们所讴歌的功业本身对中下层文人精神风貌产生

的影响。” ［１６］唐太宗求贤若渴，其开放博大的胸襟使得下层士人乐为辅弼，安邦治国已经有了实现的可

能，这极大地鼓舞了文人的信心和勇气，形成了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的人生追求，以及文武不分的

用人模式。 士人思想面貌和精神状态发生了转变，势必会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六朝的靡靡之音，被一

股青春的昂扬奋进精神所取代，“出将入相”成为唐代知识分子最高的人生理想。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

中，文人志士竭尽所能展现自己的才华，“他们要求突破各种传统约束羁勒；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猎取功

名富贵，进入上层社会；他们满怀抱负，纵情欢乐，傲岸不逊，自已反抗。” ［１７］１４６初唐四杰的杨炯有着“宁
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豪言壮语。 骆宾王投身幕府，和徐敬业一起高举反武大旗。 王勃在《送杜少

府之任蜀州》中一改往日离别之伤情而转为表达一种自信、旷达的豪情。 他们身上已经可以看到一股

欣欣向荣、积极进取的朝气。 盛唐时期，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在文人志士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诗仙”李白在《上韩荆州书》中写到“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 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 虽长不满七尺，
而心雄万夫。 皆王公大人许与气义。 此畴曩心迹，安敢不尽于君侯哉！” ［１８］１２３９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

书》中写到“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１８］１２２０ “诗圣”杜甫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

韵》中写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１９］２２５２ 在《前出塞九首·其六》写到“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

王。” ［１９］２２９５以致在孩子的身上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为其起名“宗文、宗武”。 就连“诗佛”王维也有“孰
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 ［１９］１３０５的豪情壮志。 甚至安史之乱后，李贺依然高唱“男儿何不带吴

钩，收取关山五十州”。［１９］４４１４这是时代风气使然，而这样的精神风貌无不可以追溯到武德、贞观时期实

施的“关中本位”文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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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中本位”文化政策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统治者的相关政策对文学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不是直接的，它需要通过文化心理这个中介。 文

人的创作并非像镜子一样机械地反映现实，而是经过心灵的沉淀。 文人的心理结构和创作个性体现了

士人心态作为影响文学思想发展的内部因素的主导作用，从而影响文学的发展。 “关中本位”文化政策

的实施影响了唐代文人的基本心理结构，从而影响到文学的发展，文人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唐代独特

的创作思想和审美追求。
（一）女性的解放与女性文学的兴盛

唐代是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这个时代造就了其独特的文化精神。 邓小军先生曾提到“唐代文化

精神，是人性、人道、民本、崇尚人文、天人合一、个性自由伸展、包容异质文化而不失掉自己的精神之整

合。” ［２０］５９２因而，文学发展到唐代，可谓五彩缤纷，蔚为大观，各种风格流派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值得

一提的是这个时期女性文学的繁荣。 唐以前有关女性的文学作品寥寥无几，女性一直作为第二性，长期

被人们忽视，偶尔提及，往往涉及到女性的容貌、体态，被当作取悦赏玩的对象，女作家更是屈指可数。
到了唐代，不仅有关女性的文学作品增多，女作家也人才辈出，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
《全唐诗》收录的女诗人约有 １６９ 人，上至宫闱后妃，下至市井平民。 武则天不仅有着不让须眉的政治

才能，她对文学也有浓厚的兴趣。 杜甫曾在诗《赠蜀僧闾邱师兄》提到：“在昔武皇后，临轩御乾坤。 多

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 ［１９］２３０７统治者对文学的爱好，势必会促进文学的发展与繁荣。 从现存的诗歌来

看，她的诗风不仅显示出帝王的霸气，也流露出女性特有的缠绵与细腻。 如《曳鼎歌》，既写出了对先王

功业的敬仰，也展现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如意娘》则以女性敏锐的感受力写出了相思时自然的女儿本

色。 上官婉儿更是可以“称量天下文士”的才女，张说在其《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中云：“古者，有女史

记功书过，有女尚书决事宫闱。 昭容两朝专美，一日万岁，顾问不遗，应接如响。 虽汉称班媛，晋誉左嫔，
文章之道不殊，辅佐之功则异。” ［２１］１８上官婉儿在代表作《彩书怨》中以女性特有的口吻，写出了闺中女

子独特、细腻的心理感受。 全诗主要描写了闺中女子对丈夫的思念，诗人寓情于景委婉含蓄，全无感伤

哀怨之情，还与家国相联系，突破了以往闺怨诗多哀婉凄怨的写作范式，展现了诗人开阔的胸襟，是女性

意识无意识的流露。 此外《游长宁公主流杯池》《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三首》《游长宁公主流杯池二十五

首》等都表现了上官婉儿高超的创作技巧以及开阔的胸襟。 “女冠诗人”鱼玄机、薛涛、李冶等，在唐代

也名噪一时，留下了很多优秀的诗篇，她们由于特殊的身份，在诗歌中除了表现宗教生活外，还记录了情

感生活，特别是那些表现情感纠葛的诗篇。 薛涛的《春望词四首》，系统地表现了诗人对知音、对爱情的

渴望。 李冶的《寄朱放》“郁郁山木荣，绵绵野花发。 别后无限情，相逢一时说。” ［１９］９１５５借景抒情，既写出

了别后的相思，又表现出相逢的喜悦。 鱼玄机《赠邻女》“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 ［１９］９１４５更是大胆批

判了那些见异思迁之徒，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追求。 这些女性诗人的诗作往往率真质朴，既是内心真情

实感的流露，同时也是女性自主意识的展现。 这些作品的出现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当时女性的所思

所想，她们的作品，也为唐代文学大花园增添了一抹不一样的色彩。 而这一切都和“关陇集团”的文化

传统，以及“关中本位”文化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据史书记载，北齐有尊女抑男的风俗，这一点从

《颜氏家训·治家篇》中所述可见一斑：“邺下风俗，专以姑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
罗盈府寺。 ……唱和之礼，或尔汝之。” ［２２］３８可见当时北方女性在家里的地位是很高的，到了唐代这个传

统还一直保留。 《旧唐书·郑善果传》载郑善果在隋任普郡太守时，“母崔氏贤明，晓于政道，每善果理

务，崔氏尝于阁内听之，闻其剖断合理，归则大悦，若处事不允，母则不与之言，善果伏于床前，终日不敢

食。” ［２３］５０正是因为这种风气，女性自身的才干才会显现出来，从而为唐代女性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总之，从北齐到唐初，女性的才能逐步被认识，获得了和男性相对平等的地位。 而男女相对平等的传统

则借由“关中本位”文化政策保留下来，可以说，唐代统治者开放包容的心态进一步促进了女性文学的

繁荣。
（二）文质彬彬的文学风貌

唐代的文学不仅继承了“关陇集团”历代所积累的文学遗产，并且借鉴、吸收了南朝文学的华美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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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和艺术技巧，为日渐走入“歧途”的南朝文学注入了“质”的因子，重新激发起生命的活力，从而形成其

独特的文学面貌。 陈寅恪先生提到“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

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有欧洲骑士文学之盛况。” ［２４］７５而唐代的文化精神、文学风貌和唐

太宗实施的“关中本位”文化政策及其开放包容的文学观密切相关。 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仅洗涤了南朝

的浮靡文风，又使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对文学特性的自觉探索得以继续发展，从而形成了唐代“文质彬

彬”的文学风貌。 南北文风的融合之所以能在唐太宗时期得以进行，正是因为唐太宗开放的文艺观念，
他并不认为文学有害于政治，他的文艺观和政治观是分开的。 贞观二年，祖孝孙创作了唐雅乐，奏给太

宗听，太宗说：“礼乐者，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 ［２５］５８８与此相应，魏征在《隋书·文

学传序》中说：“若能取江左清奇的文辞，河朔刚贞的词义，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齐两长，则
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１０］１７３０明确地提出了融合南北文风之长的主张。 唐太宗及其身边的文人不仅

是这一主张的提出者，也是这一主张的践行者。 唐太宗本人对文学也颇有造诣，在创作过程中，虽然倾

慕南方文风，但他往往会克制自己，他的《帝京篇》正是如此。 《帝京篇》共十首，通过对长安盛景以及帝

王生活的描写，展现了一代帝王的阔大胸襟和对中和之美的追求。 彭定求等人把唐太宗的组诗《帝京

篇》作为《全唐诗》的开卷之作，寓有深刻含意。 胡震亨言：“太宗文武间出，首辟吟源。［２６］４４此外《咏饮

马》《咏弓》等作品也写得雅正富丽。 在唐太宗带领下，虞世南的相关作品也褪去了浮艳之风，更加纯

净，他的应制诗如《侍宴归雁堂》写的富贵典雅，他的乐府古题诗《拟饮马长城窟》等辞采典丽，借助相关

景物的烘托，写出了战争的残酷。 李百药的诗歌，无论是咏物诗《渡汉江》，还是应制诗《和许侍郎游昆

明池》和艳情诗《咏萤火示情人》也都显露出雅致的格调，而无浮靡之气。 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这
种融合开放的文学观才得以形成并在以后的文学创作中继续发展。 而这种开放的文学观念早在太宗做

秦王时就开始形成了，当时王府聚集了所谓的“十八学士”，他们来自不同地域，各有所长。 秦王李世民

《置文馆学士教》言：“或背淮而至千里，或适赵以欣三见，咸能垂裾邸第，委质藩维，引礼度而成典则，畅
文词而咏风雅，优游幕府，是用嘉焉。［２７］４９在政权稳定之后，他仍然重用这些东南文士，对此元代史学家

胡三省曾提到：“唐太宗以武定祸乱，出入行间与之俱者皆西北骁武之士。 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学士，
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 ［２８］卷１９２这表明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关陇集团”正在逐步抛弃狭隘

的文化观念，形成大一统国家所需要的兼收并蓄的文化观念。 罗宗强先生说“唐文学的繁荣虽有各种

各样的原因，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个朝代的建立之初，就已经奠定了一个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
这个比较正确的指导思想使唐文学的发展有了一个较好的开端。” ［２９］３８而正是这个良好开端为唐代“文
质彬彬”的文学风貌奠定了基础。

宇文泰建立的“关中本位”文化政策，奠定了隋唐文化发展的基础，也确立了儒家的正统地位，给文

学注入了“质”的因子。 初唐继续实施的“关中本位”文化政策，以开阔的心胸兼收并蓄江南及山东文学

的形式技巧，对唐代文学的特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文学特质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政治环境，又有着

胡汉文化对峙、融合的独特复杂性，而儒家文化的向心力使得以李唐为代表的“关陇集团”文化取得了

最终胜利。 “关陇集团”所具有的那种重事功、积极进取的心态，奠定了唐代蓬勃向上、昂扬奋发的情感

基调；尚质而又兼收并蓄的文学观，也把文学逐渐引向了文质彬彬的蓬勃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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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康震． 南北朝时期“关陇集团”文学观念的发展演变［Ｊ］． 文学评论，２００８（２）：２５ － ２９．
［１０］魏征． 隋书：卷六六［Ｍ］．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
［１１］葛晓音． 汉唐文学的嬗变［Ｍ］．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２］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礼乐五［Ｍ］．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
［１３］杜佑． 通典［Ｍ］．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１４］谷川道雄． 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Ｍ］． 马彪，译．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
［１５］曹道衡．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骈文和散文［Ｍ］ ／ ／曹道衡． 中古文学史论文集．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１６］葛晓音． 论初、盛唐诗歌革新的基本特征［Ｊ］． 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５（２）：１９１ － ２０８．
［１７］李泽厚． 美的历程［Ｍ］．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１８］李白． 李太白全集［Ｍ］． 清王琦，注．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
［１９］彭定求． 全唐诗：增订本［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５．
［２０］邓小军． 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Ｍ］． 北京：文津出版社，１９９３．
［２１］胡文楷． 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 ［Ｍ］．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
［２２］颜之推． 颜氏家训·治家篇第五［Ｍ］． 檀作文，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
［２３］葛晓音． 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Ｍ］．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４］吴宓． 《空轩诗画》录陈氏语［Ｍ］ ／ ／蒋天枢． 陈寅恪编年事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
［２５］王溥． 唐会要［Ｍ］．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７．
［２６］胡震亨． 唐音癸签［Ｍ］．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
［２７］董诰，等． 全唐文［Ｍ］．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３．
［２８］司马光． 资治通鉴［Ｍ］． 胡三省，音注．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６．
［２９］罗宗强． 隋唐五代思想史［Ｍ］．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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